第三章 两汉时期的哲学思想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了解汉初黄老之学的勃兴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王充思想作为天人感应论思想对立面的意义，两汉经学的发展和论争；两汉思想的方法论特点。
学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两汉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哲学思想概述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主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秦始皇经历了15个春秋，就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在陈胜起义不久，刘邦也在今江苏沛县起义。因他一路收集散于各地的起义军，不断扩大自己势力，又善于用人(如萧何、仲良、韩信等)，采取“斗智不斗力”的战略方针，取得胜利，建立了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23年)，定都长安。后王莽篡权，汉室豪强刘秀打着“讨莽复汉”的旗号，利用农民起义军的力量，推翻了王莽政权，建立了东汉王朝(公元25～189年)。这时期，中国哲学经历了从崇尚“法术”，转向崇尚“黄老之术”，到“独尊儒术”的演变过程。不过，这时期对法、道、儒的崇尚，已修正了先秦时期的法、道、儒，被称为新法、新道和新儒。其原因是法、道、儒三家合流，阴阳融通，日益谶纬化和神化，成为“内法外道”、“内法外儒”，并把道儒宗教化，成为中国以后历代封建王朝进行统治的思想法宝。　　
两汉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的封建统一国家建立后的巩固时期。与此相对应，在哲学上由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逐步融通，最后定于儒术一尊，出现了思想上的大一统。
一、两汉时期的社会状况　　
西汉初、中期，由于推行黄老的“无为而治”，收到了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效果，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相继出现了文景之治、武帝称雄和宣帝中兴等“盛世”。但后期土地兼并、政治黑暗，外戚宦官、王侯官僚争权于朝，地主豪强、奸商市侩争利于市，农民一次一次的起义，各种社会矛盾交相牵动、日趋尖锐，王莽乘机篡权。刘秀推翻王莽后只暂时缓解社会的某些矛盾，而外戚与宦官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加剧，出现了“党锢之祸”。仅公元166年至168年两年间，就杀了数百人，禁锢六七百人，逮捕儒生千余人，宦官集团夺取了朝廷内外的全部官职。由于东汉王朝的残忍与腐败，终于爆发了黄巾起义，东汉已名存实亡，历史向三国鼎立时期过渡。
二、两汉时期的哲学思想概述　　　
两汉统治者都吸取秦王朝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的教训，采用“内政外道”或“内法外儒”之类的思想变术，使思想领域中呈现出汉初崇向“黄老之术”，其后转为“独尊儒术”的倾向。在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家的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哲学。换言之；汉代罢黜(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先秦诸子之学转入两汉经学。由于经学的基本特征是宣扬混杂着大量鬼神迷信和神秘的阴阳五行说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所以，儒学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改造，即儒学的神学化。而“为群儒首”、“为儒者宗”的是董仲舒。后来，经学又演化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纬书经学三派。白虎观会议后，经学却进一步神学化。到东汉末年，在激化的阶级斗争中形成了广泛的批判思潮，逐渐演变成后来的魏晋玄学。
（一）黄老之学在汉初的繁荣
1、黄老之学的经典：《皇帝书》和《老子》
这里讲的汉初黄老之学，是道家的一个支派。这个学派融合道、法，主张“清静白定”，为稳定汉初政治局势，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经济服务。王充说：“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论衡．自然》)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黄老之学又演变为老庄之学，并与神仙方术结合，演化为“黄老之教”或“黄老之道”。    
“黄老之学”的经典是《黄帝书》和《老子》。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文物有“黄老帛书”。黄老之学主要内容有：道是“太虚”，称为“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万物本原和规律；统治者应“参之于天地”(《经法六分》)，顺从自然之道，“无为而治”，“合于民心”(《经法。四度》)；强调高度集中的君权和天下统一。
《黄老帛书》吸收了儒法的积极思想，改造了老子的“道“说。它在老子“贵柔”、“不争”的基础上，强调了争取民心而“有天下’’的儒家进取精神，认为“敌者生争，不堪不定”、“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十六经》)。而且调和了儒法之争，发挥了刑德并用的政治思想，认为“黄帝有刑德，刑以伐之，德以守之。”(《尉缭子》)进而主张以德为先，以德为主，发展了儒家的仁义思想，提倡“主惠臣忠”(《黄老帛书》)，认为君应以臣为师友，应“顺民心”等。这些都是积极进取的哲学思想。
2、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盖公、曹参、陆贾和贾谊等
盖公和曹参以“清静无为”的思想崇尚“黄老之学“。他们主张对地主和农民的活动，尽量少加干预，任其自然发展。这对汉初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缓和阶级矛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陆贾在其主要论著《新语》中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在于“讨乱于外”、“法治于内”、“用刑太极”等，提出了“道莫大于无为”，认为朝廷和官吏不要苛扰人民，以求安定社会，恢复经济，使民休息，要“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一边倒)”。这样的“无为”，实际上却是“有为”。
汉初杰出的哲学家贾谊则继承苟、韩，吸取儒、道，在其主要论著《新书》中肯定了宇宙是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生成万物的无限变化过程。又以这种唯物、辩证的观点观察社会，指出：“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合适)，去就(担任国君)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统治很久)而社稷安矣。”(《过秦论》)就是说，国君能观察古今人事盛衰的规律，审视统治者的权势的运用、措施的变化是否合符规律，就能统治得长久，社会就能安定。
（二）“文景之治”后，儒学的崛起和官方地位的取得
1、儒学崛起历史背景
“文景之治”后，国势渐强，急需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学说由此经过新的整合取得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儒家经学成为汉代官方哲学。汉儒吸取先秦各家学术思想的养料，补充、改造和完善儒家学说，形成“经学”。经学，是指训解、阐释儒家经典之学，汉代的国学呈现出经学一统江山的新局面，使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形成以儒学为主的大融合，为后世的国学形态奠定了基本的格局，对整个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代表人物：董仲舒
对汉代经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董仲舒（约前179-前104），被认为是中国经学史上的奥古斯丁。他通过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建立了天人感应论，为封建专制寻找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他在著名的“天人三策”（答汉武帝征问“天人关系”的三篇策论，也称《贤良对策》）中提出崇教化、抑豪门、选郡吏等主张，深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其学说得以广行。董仲舒是今文经大师，专治公羊之学，代表作是《春秋繁露》。他用阴阳之说来比附社会，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思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董仲舒传》记其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指出黄老之学日见严重的弊端，改造和系统阐发儒学在安邦治国上的优势，投合汉武帝加强皇权一统、盛世至治的愿望，儒家学说被汉武帝采纳而成为官方学说，大大促进了以五经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的发展。
　　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为巩固王权，不断开展造神活动，仰仗谶纬迷信的神权，用阴阳灾异解释儒家经典，假托孔子，怕人不理解其经书而相应地补写了各种纬书，把儒家经典神秘化、宗教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就是谶纬迷信影响的产物，而且广泛流行，及至白虎观会议使经学更加神学化，谶纬迷信登上了国家法典的地位。而以王充为代表的无神论思想，正是批判这股封建迷信思潮的产物。
三、两汉经学
两汉时期，经学师法不同，形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派别，两派各守门户，开展了激烈而持久的学术论争，大大促进了经学的全面发展。
（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歧
先秦的文化典籍多书写于简牍或锦帛之上，辗转传抄，数量很少。秦朝焚书坑儒，将民间的典籍焚烧殆尽，项羽占领咸阳时焚烧宫殿，秦博士保存的《诗》、《书》及诸子典籍几近湮灭。因此，汉初学术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搜罗、发现、整理先秦时代的典籍，最简捷的方式就是重新回忆、记录这些典籍的经文。秦统一中国后，推行小篆，后来又演化为隶书，因而重新记录的典籍多是用篆体或隶书来书写的。《史记·儒林传》“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这些先师在讲经时，用的是篆体或隶书书写的本子，这些经书称为“今文经”。
与今文经的口耳相传且用时行字体书写不同，古文经则来源于流传或重新发现的古本经书。汉惠帝四年解除挟书禁令，文景之时广开献书之门，天下所藏匿的古书开始频频出现。《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景十三王传》谓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广为搜罗民间所藏，“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王充《论衡·正说》记，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随着古文经书发现的日益增多，古文经学的私人传授与研究也随之兴盛，逐渐形成势力，但受到列于学官占主流地位的今文经学的抑制。
古文经学家对今文经学的压制与排挤日见不满，西汉哀帝时，刘歆上书请立《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于官学，遭到五经博士强烈的反对。气愤之下，刘歆与五官中郎将房风、光禄勋王龚联名撰写《移让太常博士书》（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指诉他们“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斥责他们“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由此开启了国学史上古今文第一次重要学术论争。这次论争以最终刘歆被迫离开朝廷而告终。其后，又有几次论争。
整个汉代，今文经学虽然占据官学的地位，但古文经学逐渐取得优势并成为东汉经学主流。今古文经学在不断的冲突与争论中也趋向融合，出现了一批古今文兼收并蓄的学者，如：今文学家李育涉猎古学，张楷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古文学家贾逵教授《大夏侯尚书》，郑兴少学《公羊春秋》等。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家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等，都是出身古文家而兼通今文，其同学及后学也多如此。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除在字体上不同外，在文字、篇章、名物、制度、解说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文字上，因所用底本不同而有出入，其后各经的注疏及《经典释文》中都有说明。篇目上也有不同，如孔安国《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多十六篇。说解方面，今文学家认为孔子是为后世立法的素王，为此目的而手定五经，故他们多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并掺杂阴阳谶纬之说意述己意；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皆史，孔子只对其中一部分进行过整理，故他们在解经时侧重章句训诂、名物典制的考释，力求还其本来面目。目的不同导致五经排序方面也有不同，今文家按照学习层次的难易排序为《诗》、《书》、《礼》、《易》、《春秋》，古文学家则按照时代排序为《易》、《书》、《诗》、《礼》（古文学家认为周公作《礼》）和《春秋》，《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分别是这两种排序方式的代表。
今古文经派的争论在汉代，但对整个后世的国学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可谓中国学术领域内的第一大公案。经过两汉近四百年经学派别的论争与磨合，儒学最终得以经学的形式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性学说。汉以后，历代都提倡儒学，儒学经典的地位不断提高，说解、注释、补充儒经的著作也倍受尊崇，经学不断发展，由“六经、五经”相继增为“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等，至北宋宣和年间，朝廷以《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论语》、《孝经》、《孟子》合称“十三经”，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合刊《十三经注疏》，明代李元阳、清代阮元重刻《十三经注疏》，经学典籍之数得以固定，其重要注疏也得以广泛流传。
（二）阴阳谶纬学说及其批判
    随着经学的发展，汉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极为盛行，顾颉刚认为：“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2]战国时代的邹衍将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创造“五德终始说”和“符瑞说”，被秦汉道家和儒家所借用，开启汉代天人感应说的先河。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将整个世界纳入该模式中，提出“三统”、“三正”的学说，确立三纲五德的理论，为中国社会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学理基础。汉代谶纬学说的兴盛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有很大关系，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将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汉代儒家学者为巩固自身地位，也利用谶纬学说来宣扬儒学思想，使两者进一步结合起来。于是，“调阴阳、顺四时、序五行、以政令配月令”等思想成为整个汉代的主流世界观与思维方式。形成于东汉末的道教更是充满了阴阳五行学说，如在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和于吉的《太平经》中就有突出的表现。
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多言灾异祯祥。西汉时期，谶纬之说未盛行。王莽篡汉、刘秀起兵等都矫符命、造谶语，由于他们的利用和提倡，谶纬之学方始大兴。
谶纬学与古今经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东汉的一些谶纬学家往往兼通五经，古文经学家也有涉及谶纬之学者。东汉时期，古文学、今文学和谶纬学三股学术思潮是彼此交融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白虎观会议就是试图精简章句并对三种学术倾向进行统一，班固编就的《白虎通义》是以今文经学为主，兼采古文经学，大量引用谶纬学说，打破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经学和谶纬学之间的界限。
    谶纬学说导致经学的神秘化和庸俗化，曾招致众多学者的不满，前期有扬雄、桓谭、郑兴、尹敏等，后期有王充和张衡等。这些学者对谶纬学说的批评，显示了汉代学术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当然，汉代纬书并非一无是处，其中保存了不少历史传说和语言文字资料，对学术研究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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